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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社會變遷、媒體互動，以及電台聽眾參與 
節目在香港的演變

李立峯
鄧鍵一

摘要

在香港，容許聽眾打電話到電台，就公共事務進行討論的聽眾參

與節目（audience participation talk show）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在1997年

主權移交前後，這類型節目更成為香港大眾媒介中的一個亮點，對社

會輿論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從六十年代後期到現在，這類型節目在不

同時期的香港社會其實扮演著頗不一樣的角色。本文旨在回顧電台聽

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發展。在理論層面，本文建構一個強調媒介與社

會變遷、媒介與政治行動者、不同媒體之間，以至同類型媒體之間多

重互動的分析框架，探討媒體發展和社會政治變遷之間的關係。我們

的分析將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這些節目先以制

度化的官民溝通渠道出現，繼而轉化為公共討論平台，再於回歸前後

成為了批判和監察功能特別顯著的「烽煙節目」。但在近年，聽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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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的批判性減低，一些作為官員「問責表演」平台的節目變為較受關

注。這些演變跟香港的政治和社會變遷息息相關。但在每一階段，發

揮影響的力量並不一樣。媒體演變可以直接由宏觀變遷導致，但也可

以由個別媒體的出現和媒體間的互動「由下而上」地推動。

關鍵詞：電台聽眾參與節目、社會變遷、媒體互動、民意政治、歷史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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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ong Kong,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on public affairs have 

existed for decades. Historically, such shows have played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roles in the c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More importantly, it constructs a “multi-

level interaction model”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cro-level socio-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pecific 

media type. The model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ollowing: 1) media and social political  structures, 2) media and other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ors, 3)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and 4) different media outlets of the 

same type.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audience participation shows emerged as an 

institution for official-citizen communication. They then mutated into a public 

forum in the 1980s, and then became a watchdog medium with significant 

monitoring and critical functions in the late 1990s. After 2004, the criticaln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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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ence participation talk shows declined. The more prominent radio shows 

often serve as platforms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 

We also contend that,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can begin at different levels. Sometimes 

transformation begins with macro-level changes, but it can also be driven by 

more micro-level dynamics. 

Keywords: radio talk shows, social change, media interactions, public opinion, 

historical analysi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ee, F. L. F., Tang, G. (2013). Social transformation, 

media interac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radio 

talk shows in Hong Kong.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4,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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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香港，容許聽眾打電話到電台，就著公共事務、民生問題，和

政府政策跟主持人以及嘉賓進行討論的聽眾參與節目（audience 

participation talk show）已經有數十年歷史。在1997年主權移交前後，

這類型節目更成為香港大眾媒介中的一個亮點，吸引了不少學者的關

注和研究（Lee, 2002, 2007; Ma & Chan, 2007; So & Lee, 2007）。香港媒

介在過去十幾年來多以「烽煙節目」來指向這種以公共事務為題材的聽

眾參與節目，取其發音與phone-in相近之餘，亦取其「烽煙四起」之意。

在2003年初沙士疫情期間，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缺乏信心，當時極受

歡迎的電台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在其早晨節目中一方面狠批政府，另一

方面發動如籌募口罩等「民間自救」行動，被傳媒稱為「十點前特首」，1

烽煙節目的社會影響達至一個高峰。

不過，聽眾參與節目的影響力並非天生使然。從六十年代後期到

現在，這類型節目在不同時期的香港社會扮演著頗不一樣的角色，節

目的內容和風格亦有所轉變。這些轉變跟不同時期香港的政治和社會

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事實上，電台聽眾參與節目與「烽煙四起」之間

的聯想，本身就有其社會和政治條件。因此，本文用沒有太多隱含意

義的簡稱「聽眾節目」來代表讓市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電台節

目，2「烽煙節目」則代表於某一時期中出現，展現出某種獨特風格的聽

眾節目。而本文的要旨之一，就是回顧電台聽眾節目在香港的發展，

分析其演變，並勾勒出在歷史脈絡中聽眾節目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在理論層面，本文希望通過分析香港的電台聽眾節目，展示社會

變遷和媒介生態之間可能出現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重大的社會變遷固

然對媒介有深遠的影響，但實際的影響包括甚麼、怎樣發生和何時發

生，卻可以取決於其他因素。同時，聽眾節目只是媒介系統的一個組

成部分，社會變遷對聽眾節目有甚麼影響，應取決於在轉變的環境

中，媒體系統和其他主要行動者（如政府、社會團體等）如何互動，以

及媒體系統內的不同組成部分如何互動。而這些互動過程，更有可能

反過來影響社會和政治變遷。

所以，除了作歷史回顧外，本文亦旨在建立及展示一個可用於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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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社會變遷下個別媒體發展的分析框架。而下文亦會先討論這個分析

框架。然後，我們會簡單介紹本研究的資料來源，再正式對香港的電

台聽眾節目進行歷史分析。

社會變遷下的媒體互動發展

在分析媒介和社會政治環境的關係時，很多學者都會先著眼於後

者對前者的影響。正如李立峰與陳韜文（Lee & Chan, 2009a）在回顧香

港政治傳播學研究時指出，不少八十及九十年代對香港媒介和政治變

遷的分析，都會明言或不明言地將政治權力結構視為「自變項」，而媒

介角色、內容和行為等則是「依變項」。

的確，從批判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傳播媒介嵌入於一個社會的

政治經濟結構當中，權力擁有者可通過不同方法籠絡媒體，建制的掌

控者亦握有大量傳媒所需的訊息和資源，同時亦是新聞媒介最重要的

消息來源。種種原因，使得主流傳媒會出現對建制的偏向（Bagdikian, 

2000；Gans, 1980; McChesney, 1997；Murdock & Golding, 1982; 

Tuchman, 1978）。當權力轉移的時候，傳媒的偏向便很可能轉變。陳

韜文和李金銓對八十年代香港報章「範式轉移」的研究，便是一個很好

的案例（Chan & Lee, 1991）。

除了政治經濟學之外，新聞媒介亦有一強烈的「本土傾向」（local 

orientation）（Chan & Lee, 2011）。對世界上絕大部分傳媒來說，無論是

它們所服務的公眾抑或是所要爭奪的市場，都是一個有地域界限的東

西。所以，新聞工作跟其所服務的「本土公眾」的基本需要、身份認

同、文化常識，以至生活模式等都有緊密的關連。如果社會本身出現

重大轉變，傳播媒介也會有所反應。例如香港傳媒在七十代開始逐漸

重視本地新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和

本土身份認同漸強所致。

作為動因，宏觀的政治社會變遷可能會導致媒介朝著某一方向轉

變。作為社會條件（social condition），宏觀的改變可以使一些新的媒介

現象的出現成為可能。不過，宏觀層次的變遷和媒介的轉變並不存在

著一種單一和必然的對應關係。至少有兩方面的因素使我們不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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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宏觀決定論」。第一，媒介的轉變受著多方面因素左右。以香

港為例，以上提及到在香港回歸前後，傳媒向新權力中心靠攏的現

象，但商業媒體的市場考慮和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亦成為了抵抗

這趨勢的力量（Chan & Lee, 2008；Lai，2005）。從概念上而言，所謂

宏觀的社會變遷本身就可以是一個複雜和充滿矛盾的過程，新的社會

或政治制度往往要跟既有的制度和文化並存，不同力量可能推動著媒

介往不同方向發展。

第二，直接影響新聞媒介運作的，始終是社會上的各種機構和行

動者。同時，新聞工作者亦有能動性，能發展出應對環境轉變的策略

（李立峰，2007）。所以我們要關注的，亦包括社會行動者和傳媒之間

的關係，以及社會行動者和新聞工作者如何互動。在較具體的層次，

媒介的發展就是由這種傳媒和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所推動。當然，

社會上各行動者（包括傳媒和新聞工作者）的策略和行為，會受到宏觀

的社會變遷左右。宏觀的社會變遷往往涉及資源和權力的再分配，以

及新的誘因結構（incentive structure）的出現。當誘因結構和手上的權力

與資源改變之後，行動者自然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策略。但社會

行動者在行為及策略上的轉變，卻不一定由宏觀的變遷觸發。所以，

傳媒和其他行動者的動態互動，並不只是宏觀社會和政治經濟結構的

結果而已。

以上的討論集中在媒介和社會環境之間以及媒介和非媒體行動者

之間的關係和互動。但媒介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媒介系統有不同

的組成部分，如果我們要了解媒介系統中其中一個組成部分的社會和

政治功能，我們就要了解它和媒介系統中其他部分的關係。就以電台

聽眾節目為例。這類型節目在九十年代初於美國大行其道。根據傳播

學者 James Carey（1993）的分析，這是因為美國民眾對主流傳媒的「資

訊式新聞」（journalism of information）感到厭倦，開始尋找一種「對 

話式新聞」（journalism of conversation）。而Kathleen Jamieson和 Joseph 

Cappella的分析，則將美國最受歡迎的幾個極具保守主義色彩的電台聽

眾節目，與《華爾街日報》及霍士新聞網絡連在一起。兩位學者指出，

這些媒體形成了一個保守主義的「迴音廊」，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了

一定的影響（Jamieson & Cappella, 2008）。Jamieson和Cappella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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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y的分析雖然有不同的重點，但他們都著重電台聽眾節目和其他媒

介之間的關係。

理論上，相對於擁有最多受眾的主流電視台和報章而言，電台聽

眾節目可以是一種「另類媒介」（alternative media）（Couldry & Curran, 

2003），也可以是一種補足性（supplementary）的媒介。在不同的時空，

主流新聞媒介和電台聽眾節目的關係可以或強或弱，或好或壞。過去

不少有關電台聽眾節目或其他新媒體的研究都指出，一些受眾人數較

少的媒體能否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往往取決於主流傳媒會否及如何轉

載其內容（Page & Tannenbaum, 1996; Zaller & Hunt, 1994, 1995）。換句

話說，一個媒體的社會政治效應會部分地取決於其他媒體會否扮演「再

中介者」（remediator）和揚聲器（amplifier）的角色，使其部分內容在社

會上有更廣泛的流傳和影響。

最後，我們亦要關注同類型媒體之間的關係和互動。同類型的媒

體之間，如報章與報章之間或各電台聽眾節目之間，會有著較為直接

的競爭關係。這裏的競爭可以指市場競爭，也可以指地位和影響 

力等較具象徵意義的競爭。再以電台聽眾節目為例，當一個電台製 

作了一個受歡迎的聽眾節目時，其他電台就需要有所回應。在概念 

上而言，回應的策略可以籠統地分為「同化」（assimilation）或「分化」

（differentiation）兩種。同化就是去借用別人的成功模式，分化就是要突

顯自己的節目內容或風格與眾不同。在進行市場競爭時，前者是跟對

手在同一市場中直接比拼的策略，後者是嘗試將市場分割的策略。

在現實中，一個媒體的策略可能同時包含同化和分化，即一方面

部分地採納競爭對手的一些成功要素，但同時嘗試保持自己的獨特

性。媒體經濟學者對傳媒的「產品分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問題有

不少分析（Albarran, 2002；Croteau & Hoynes, 2001）。一個媒體會採用

那一種策略，會受著多方面因素影響，包括媒體的品牌形象、在專業

理念上的定位、擁有的資源、媒體機構本身的龐複程度，以及某類型

媒體的市場結構等。雖然本研究並不強調經濟學或市場學的分析角

度，但同類型媒體之間的競爭和互動，是不能被忽略的一環。

總括而言，本文在分析香港的電台聽眾節目的演變時，會關注四

個分析層次：一、宏觀社會及政治變遷和媒介系統的轉變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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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二、媒介系統和社會上的其他機構和行動者如何在特定的社會背

景下進行互動；三、媒體系統內部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四、同

類型媒體之間的關係和相互影響。我們在概念上對這四個層次作出區

分，而在這四個分析層次之間的關係上，本研究的框架強調三點。首

先，在實際運作上，這四個層次是環環相扣的，其中宏觀社會政治變

遷始終有著較大的影響力。我們可以說，四個層次之間有著「上層」和

「下層」的關係，宏觀的社會及政治變遷在最上層，而同類型媒體之間

的相互影響在最下層。當這樣排列時，上層的狀況對下層的狀況應該

會有較大影響。例如當政治權力結構有重大改變時，社會上不同的行

動者，包括傳媒本身，都要作出某些相應的改變，所以宏觀的社會變

遷會影響到傳媒和不同社會行動者之間如何互動，而後者又可以影響

到媒體內部不同組成部分之間如何互動。

不過，我們同時強調不同層次的「相對獨立性」，亦即是說，每一

個層次的狀況並不完全由上一層的狀況來決定。如以上的討論指出，

權力結構的變遷會使傳媒和政府的互動出現變化，但由於宏觀層次的

變遷可以是複雜和矛盾的，所以傳媒和政府的互動到底會如何變化，

並不完全由宏觀因素斷定。另外，就算當上一層的狀況沒有出現改變

時，某一層次中的狀況也可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出現轉變。例如政府和

傳媒的互動可以因為一位新領導人上台而起變化，不同媒體之間的關

係亦可能因一個新的傳媒機構出現而改變。

既然每一層次的狀況可以相對獨立，那麼也可能出現由下而上的

影響力。舉例說，同類型媒體的互動可以影響到該類型媒體的風格和

特色，而這就可能影響到該類型媒體和其他媒體之間的關係，並因而

進一步影響到媒體和其他社會行動者之間的關係。這裏需要再次指

出，相對於由上而下的影響力，由下而上的影響力會較為有限。媒體

之間的互動大概難以對特別重大的宏觀社會和政治結構問題（如香港回

歸）產生具體影響。但媒體之間的互動以及媒體與其他社會行動者之間

的關係，卻的確可能對另一些較為局部的宏觀結構問題（如香港現今的

民主進程）有影響力。當然，這裏所談的影響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

而已。我們需要經驗研究來展示這種由下而上的影響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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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本研究從多方面搜集相關資料。首先，在論述香港過去數十年的

政治社會變遷和媒介系統的整體發展時，我們主要依靠現有的學術文

獻和政府的檔案文件。而在論述電台媒介以至聽眾節目的發展時，我

們會參考一些資深傳媒工作者的著作以及電台機構自己的出版物。但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對近20位電台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這些受訪者

包括從七十或八十年代已參與電台工作的資深傳媒人，亦包括較年青

的傳媒工作者。受訪者包括管理階層人士，亦包括一些較前線的員

工。深度訪談的內容因應受訪者的身份而有所不同，每個訪問的長度

由一小時至兩小時不等。最後，在論述較近年的狀況時，我們亦會引

用各種我們能接觸到的研究材料。總括來說，我們並不局限於單一方

法尋找資料，而是通過檔案、過往的學術研究材料，以及第一手的深

度訪談，來重構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軌迹。

在搜集和分析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電台聽眾節目在香港的發

展可被分為四個階段。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是第一階段。在這時

期，聽眾節目是制度化的官民溝通渠道，處理的是市民生活上的具體

問題。但自八十年代中，聽眾節目開始成為時事討論平台。到了九十

年代，聽眾節目的批判和監察功能越益顯著，開始變得「烽煙四起」。

最後，從2004年開始，聽眾節目的「烽煙」性質減弱，有官員或其他重

要新聞人物出席作為嘉賓的聽眾節目變得較受社會關注。

值得在這裏說明，我們視歷史分析為一種詮釋性的建構。所以，

以上的四個階段是一種分析性的劃分。在現實中，階段與階段之間的

分界點不一定清晰。但我們認為以上的階段化（periodization）有助我們

突顯出香港的社會變遷、媒體互動，和聽眾節目發展之間的關係。因

此，下文會對每一個階段分別作出討論。同時，雖然我們強調宏觀層

次和微觀層次可以相互影響，但為清晰起見，我們在分析每一階段時

都會先從宏觀層次出發。在完成對每一個階段的分析時，我們才會就

一些較為理論性的問題再作總結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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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至1984：低度整合社會中的官民溝通渠道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六十年初的香港，基本上是一個難民社

會。在1945至1951年間，香港人口從約50萬人激增至236萬人（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2: 23）。換言之，戰後香港的人口組成，結構

上就是由外來難民和移民組成的社會。即使到了1961年，香港土生人

口的比例仍只得47.7%（Sit, 1981）。當時，大部分人只視香港為一個

「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Hughes, 1968）。他們既對香港沒有歸屬

感，也沒有期望政府提供援助，市民傾向依靠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來解

決問題（Lau, 1982）。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自然也不會熱衷於政治。在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沒有動機由上而下地介入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和經濟活動。如此一來，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不謀而合，造就了社會

學者劉兆佳所形容的「低度整合的政治社會系統」（minimally integrated 

social political system）（Lau, 1982）。

但六十年代中，香港社會內部日趨尖銳的矛盾，加上國內文化大

革命的影響，導致香港於1966和1967年爆發了兩次大規模的騷亂。當

中，衝著殖民政府管治而來的「六七暴動」，對香港的影響尤其深遠。

六七暴動令港英政府意識到有需要改變以往的管治方式。《一九六六年

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1967）就指出改善官民溝通是政府改革的

重點。結果，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措施紛紛出台。如1968年，政府參照

新界理民府的制度， 3 在市區推行民政事務主任制度（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民政事務主任在地區層面處理政治問題，主要工作包

括「盡可能與區內市民建立聯繫」、評估「政策整體成效」和「跟市民解

釋政策，及政府的困難與成就」（Tsang, 2004: 190）。

此外，為加強掌握民情的能力，政府又擴大諮詢委員會架構（馬

嶽，2010：9）。民生方面，港英政府大幅擴展公共房屋、推行九年免

費教育，並改善勞工權益。政府於六七暴動後的各種舉措，加上香港

的經濟發展，使香港人身分開始萌芽（Baker, 1983）。更重要的是，政

府擴張公共服務，間接介入了市民生活，於是乎成為了一個跟市民交

流的實體，再非一個「山高皇帝遠」的政權。

另一方面，暴動期間左派陣營到處放真假炸彈，令市民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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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影響，不再對他們寄予同情，「平亂有功」的港英政權的管治正當

性反而有所提升（Scott, 1989）。換句話說，暴動後的一段時間，香港左

派幾乎和香港的主流社會脫節，而以往從社會內部到媒介的左派右派

爭逐，也因此失去了基礎（Cheung, 2009）。

早期的香港傳媒生態和香港電台

如上所述，六七暴動後，香港的社會形態和殖民政府的管治策略

都出現了根本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帶動到媒介生態的變化，並正

好成為電台聽眾節目萌芽的土壤。

戰後初期至六十年代，香港的媒介並沒有一種強烈的意志去追求

代表社會上哪個群體。地緣政治上，香港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進

行意識形態交鋒的一個主要平台，它承載了各種備有不同意識形態的

媒介產物。然而，這些意識形態爭論所針對的，都圍繞著中國政治，

而非香港的本土問題（Chan & Lee, 1984, 1991）。在社會層面，港英政

府也不太干預民間的媒介操作，也沒有由上而下進行政治宣傳。大部

分時間，本港媒介和政治都屬於河水不犯井水的狀況，關信基和劉兆

佳將此形容為「低度整合的媒介政治系統」（minimally integrated media 

political system）（Kuan & Lau, 1988）。然而，由於這種百花齊放的景象

乃於不影響殖民地統治的前提下才得以滋長，因此也被稱為「制約多元

主義」（controlled pluralism）（Ma, 2007）。

正如上文提到，六七暴動驅使港英政府開始重視官民溝通。 

當中，媒介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執行平台。政府新聞處（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成為統籌和發布政府新聞資訊的渠道。在七十年

代，由於香港報章用作採訪本地新聞的資源相當有限，政府新聞處便

成為了本地新聞的主導來源（Lee, 1985）。李金銓和陳韜文甚至認為，

政府新聞處擔當了殖民地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統馭香港的代理人（Lee & 

Chan, 1990）。

另一方面，政府也開始利用媒介掌握民情和介入民間討論。香港

電台（簡稱港台）作為政府部門，順理成章擔此重任。香港電台的前身

是香港無線電學會，於1928年由一班無線電業餘愛好者成立，至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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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政府接管，列入政府編制。最早期的時候，香港電台主要擔當政

府的喉舌（梁麗娟，2007）。但到了六十年代，當時來自英國廣播公司

（BBC）的廣播處長布祿士（Donald Brooks）為港台爭取向公共廣播轉

型，並開始製作一些面向群眾的文化及娛樂節目。在1969年，布祿士

更提出香港電台應該自行製作新聞節目，並向政府新聞處交涉，問港

台是否可以自行製作新聞。政府新聞處的回覆是：「不是不可以，不過

我恐怕你們力有不逮，因為我們有數十年的新聞經驗。」（韋佩文等，

2004，頁90）結果，政府從新聞處借調人員至香港電台，協助成立香港

電台新聞部。七十年代，政府新聞處的人員撤出，讓港台新聞自主。

自六十和七十年代開始，港台雖然身為政府部門，但在理念上則強調

仿傚英國廣播公司，力求自主，貼近民情。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不

少香港電台的高層都曾經在BBC工作，促進了港台內部的公共廣播文

化（Cheung, 1997；梁麗娟，2007）。

不過，布祿士爭取把香港電台轉為公營廣播機構並未算成功（張圭

陽，2006）。港台在七十年代的發展，大致上仍配合著政府本身的改革

綱領。所以，港台在七十年代製作的跟社會和時事相關的節目，大都

強調官民通訊。如1974年，香港電台推出電視時事節目《針鋒相對》，

每集邀請嘉賓分享意見，觀眾亦可以在現場或透過電話發表意見。此

外，七十年代出現的《警訊》、《奉告》，和《城市論壇》等，都是官民通

訊的重要渠道。

電台聽眾節目的出現

電台聽眾節目正是在以上論述的背景下出現。當時，雖然政府開

始重視回應民意，但操作上，市民跟政府之間的溝通仍有隔閡。資深

電台工作者勞浩榮和吳明林分別提到，那時候大部分市民仍看待政府

部門為「官府」，「生不入官門」的傳統思想令市民若非必要都不會親身

前往查詢資訊或作出投訴。另一方面，即使他們到政府部門求助，由

於不諳與官僚溝通，往往不得要領。當時市民有投訴要上達，最有效

的方發唯有寫信到英文報章《南華早報》，但那時候香港華人的整體教

育水平仍然偏低，這個途徑對很多市民來說其實形同虛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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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港台刊物《一起廣播的日子》（2009）的描述，1969年的《電話

說心聲》是最早的電台聽眾節目。該節目逢週五晚上11時播出，是考

慮到星期五晚官員和市民的心情都較輕鬆，也能展現官員勤於政務。

節目會邀請一位政府官員負責解答市民的查詢。當時最多獲邀的是徙

置事務處。此外，民政處、勞工處、警務處、入境處都是常被邀請的

部門。內容方面以民生問題為主，例如投訴徙置區的不足、詢問甚麼

時候可以「上樓」（即搬至公共房屋居住）、投訴哪一區有很多垃圾、尋

找失踪人口等等。就聽眾的投訴或詢問，主持人和嘉賓官員會盡量即

時作答，或協助轉介予相關部門處理。到七十年代初，香港電台推出

新節目《太平山下漫步》。內容同樣以處理市民查詢和投訴為主，但節

目時間則改為星期一至五的工作天早上，方便官員在遇到自己負責範

圍以外的查詢或投訴時，可以馬上轉介予其他部門跟進。偶爾，主持

人若無法找到其他負責官員答話，會在節目中說出有關部門的直線電

話，讓市民直接查問。

節目時間的改動，使政府能更有效回應市民的訴求。吳明林形

容，如果投訴能在一星期內處理，已經十分有效率，但最重要的是，

至少市民的投訴有人理會。所以，出席這些節目的官員其實並不特別

高級，多數是不同部門的新聞主任。在個別情況下，例如失蹤人口、

過年回鄉安排等問題，相關部門的高級督察、總入境主任會出席講

解。另外，勞浩榮也提到，經常出席聽眾節目的，差不多是同一批政

府官員，他們會過問之前的投訴處理得怎樣，這也是電台監督政府的

一部分。

《電話說心聲》和《太平山下漫步》是電台聽眾節目的先鋒，但從政

府策略的角度看，這些節目可以說是以上提及過的民政事務主任制度

的延伸。值得指出的是，《電話說心聲》這個節目名稱本身，溫柔婉

約，感覺是官員和市民像朋友一般，深宵促膝詳談。同樣，《大平山下

漫步》這名稱，營造的也是一個較輕鬆的調子，和下文將會談到的九十

年代一些「烽煙節目」的名稱可說是南轅北轍。

總而言之，電台聽眾參與節目出現於六十年代末，很大程度上是

宏觀的政治社會因素使然，而香港電台的角色轉變，其內在人事的推

動，固然亦有其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轉變契合了當時港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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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治議程。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銳意加強官民溝通，改善市民福

利。這個改變，令港英政府開始變為一個公共服務提供者和一個有形

的訴求對象。縱使聽眾關心的仍然是跟個人生活直接相關的事項，但

至少香港市民已經不再凡事只會向身旁親友求助，「公共」意識開始在

包括電台聽眾節目等不同的平台中醞釀。

1985至1995：走向時事討論平台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了香港將於1997年

回歸中國。當時的香港社會，一方面醞釀著大規模的移民潮（Skeldon, 

1995）。另一方面，打算留港的市民，面對一個不可知的將來，都不得

不認真地思考這個城市的未來。於是，大大小小的論政團體紛紛湧

現。可以說，《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使香港社會急速地政治化。

隨著英國在香港的管治進入倒數階段，英國政府決定在香港引進

民主制度，以助維持在過渡期間管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港英政府

在1984年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嘗試於1988年局部啟動香港政制民

主化。此舉引起中國政府強硬回應。在中方施壓下，「八八直選」的建

議雖然得到廣泛民意支持，最終仍被收回。縱然如此，「八八直選」的

建議在香港社會牽起各種討論，民主派和保守派兩個陣營也逐漸成形

（Sing, 2004）。

1989年，中國學生的民主運動以血腥鎮壓告終，在香港牽起了極

大反彈，也激化了香港人對前途的憂慮和對民主化的支持（So, 1999）。

英國為了穩定港人信心，推出了連串政策，包括擴大大專教育、訂立

人權法、推出居英權計劃（British Nationality Selection Scheme）、提出

興建新機楊等。中方對不同措施有各樣的疑竇，中英雙方的矛盾和衝

突日增。到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同年10月推出《政改方

案》，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為香港引入最大限度的民主選舉。此

舉引起中國強烈不滿，中英兩國就香港政治問題的糾紛，成為了香港

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英方強調的自由民主價值，跟中方灌輸的務實

國族主義，建構出兩套截然不同的論述，令既有的民主派和保守派之

間的分野更加鮮明（Sum,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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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施政方面，彭定康特別強調政府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例如他

在立法局舉行答問大會、發表《施政報告》後出席電台節目解答市民問

題，又經常巡區了解民情。這些對香港市民和政界來說，都是新鮮的

事情，他的政治作風和技巧，把民主、問責等論述帶入香港社會，進

一步改變了香港的民意政治（Flowerdew, 1996）。

此外，七十和八十年代急速的經濟發展，也讓中產階級迅速冒

起。在西方國家，中產階級是推進民主化的重要力量（Huntington, 

1991）。香港當時的「新中產階級」也有一種自覺，認為自己會成為推動

政治和社會轉變的主要力量（張炳良，1988）。於是，以中產專業人士

為骨幹的論政團體，如太平山學會、匯點等紛紛出現，為八十年代的

論政風氣提供了具體的基礎，同時亦孕育出一批重要的意見領袖，經

常就重大議題於媒介發言。

換言之，若香港政治形態在六十年代末出現了一次重大變化，那

麼在八十年代中開始，香港就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震盪。但香港人可

以發揮實質影響力的空間其實不多，造成了香港人熱心關注，但參與

偏低的政治性格（Lau & Kuan, 1995）。

二元權力結構的新聞媒介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期間，港英政府是香港唯一的合法

政權，但中國也更積極地透過各種方法介入香港事務。換言之，這段

期間的香港進入了所謂的「二元權力結構」（dual power structure），無名

有實地由兩個政權共同參與管治。中英雙方互相拉扯，形成一個沒有

「主子」的政治空間，讓香港的傳媒享有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Lee & 

Chan, 2009a）。

也是在這個歷史時空，以客觀中立及監察政府等自由主義新聞觀

作為理念，以本土公眾利益為依歸的專業主義媒體開始在香港成為「主

流」。對於這一點，《明報》的歷史有參考的價值。該報章於五十年代創

辦時，原是一張極具跨張渲染之能事的小報，創辦人查良鏞以筆名金

庸所著的武俠小說，或許是早期《明報》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內容。直到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查良庸執筆的社評對大陸作出尖銳的批



社會變遷、媒體互動，以及電台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演變

39

評，使《明報》開始成為有分量的論政刊物（張圭陽，2000）。但即使是

七十年代，《明報》仍沒有以客觀、中立、專業等自居。事實上，之前

提到關信基和劉兆佳在八十年代中分析香港的「低度整合的媒介政治系

統」時，仍然指香港新聞界缺乏一種合法性信條（legitimating creed）

（Kuan & Lau, 1988）。

不過，自由主義新聞觀在八十年代其實已慢慢開始成為香港新聞

界的信條。在「二元權力結構」下，中立、客觀、平衡等概念獲得了確

切的社會和政治意義。當1990年幾位學者首次在香港進行具代表性的

新聞工作者調查研究時，結果就發現有八成或超過八成新聞工作者認

同中立報導、迅速向公眾發佈資訊、為公眾詮釋事件、監察政府，以

及為公眾發聲的重要性（Chan, Lee & Lee, 1996）。這些指標都反映出，

傳媒工作者已經意識到和認同新聞專業應有的倫理。

從個人投訴到公共討論

配合越來越政治化的社會環境，吳明林、香港電台資深工作者楊

吉璽等多位曾任聽眾節目主持或監製的被訪者都指出，八十年代中後

期開始，來電聽眾多了議政，少了投訴和查詢。聽眾節目越來越成為

讓市民表達意見的平台。八十年代中開始在商業電台（商台）工作的李

碧心形容，面對著移民潮。離開或留下是當時香港人面對的重要問題

之一，「決定留下的，彷彿坐在同一條船上，也因此更需要一個平台，

讓他們就香港的未來作更多交流、討論」。

往公共討論的轉向到底哪時具體地出現，各個受訪者意見紛紜。

但無可否認，聽眾節目的公共面向正在逐漸增強。正如李碧心指出：

「以往聽眾詢問何時可以上樓，或者樓下條街很污糟等，其實是為自己

問，其他人未必關心，但如果討論教育政策的問題，就是整個社會的

問題。」

感受到以上所談的社會以至節目氣氛的轉變，港台把其早上的聽

眾節目名稱由本來感覺較輕巧的《太平山下漫步》改為《八十年代》，隱

含著與「身處大時代」的關聯。當時，由於聽眾節目成為了輿論形成的

重要陣地，不少議員和官員都會收聽聽眾節目以掌握民情。當官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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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準時收聽節目時，有的甚至會致電電台詢問節目內容（陳雲，2009）。

同時，香港的另一間電台，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商業電台，也開始

趕上聽眾節目的發展步伐。整個七十年代，商台並沒有製作以時事為

主的聽眾節目，所以，早期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是由港台主導的。亦

由於商台在早期沒有製作聽眾節目，所以，在電台聽眾節目第一階段

的發展中，並沒有同類型媒介之間的互動這層次存在。到了八十年代

初，商台才製作了《傾吓問吓》。勞浩榮憶述，該節目逢星期一至五在

中午播放一小時。正如節目名稱，它的主軸就是讓聽眾「傾吓問吓」，

廣東話的「吓」是「一點點」的意思，並有「隨意」的含意，所以節目名稱

強調一種輕鬆和非正規的感覺。內容上，跟港台的《太平山下漫步》差

不多，《傾吓問吓》主要讓聽眾詢問公屋輪候、補領出世紙等問題。而

出席的嘉賓約一半是政府不同部門的新聞官，另外一半則是各區市政

局議員，為市民解答地區問題。

至八十年代中，因應社會轉變，節目名稱從《傾吓問吓》改為《自由

講自由港》，多了讓市民各抒己見的意味。李碧心曾擔任《自由講自由

港》的監製，她憶述，隨著社會氣氛轉變，跟《八十年代》一樣，《自由

講自由港》的論政成分也較《傾吓問吓》多。但跟《八十年代》比較，商

台的聽眾仍較多詢問日常生活事務，政治討論未及港台成熟。李碧心

認為，當時港台是大台，聽眾來電較多，監製也有較多選擇。加上當

時的知識分子多是港台聽眾，因此香港電台的論政條件較商業電台好。

由於聽眾意見的論政味道越來越高，主持人應當採取甚麼態度也

開始成為一個受關注的問題。當時，香港電台的主持人傾向保持中

立，吳明林和另一資深香港電台工作者陳耀華分別以「球證」、「交通警

察」自居，以促進討論為主，盡量避免表達自己的意見。很多時候，他

們甚至會刻意站在聽眾或嘉賓的對面，以確保中立和促進辯論。不少

香港電台的監製和主持甚至會認為，這是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

的任務的一部分。甚至乎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全港市民一面倒反對中

共政權的鎮壓行動，香港電台的主持人縱使被聽眾罵「冷血」，也嘗試

提出其他觀點，刺激討論（陳雲，2009）。



社會變遷、媒體互動，以及電台聽眾參與節目在香港的演變

41

電視論政「龍門陣」

香港社會的政治化，造就了時事討論節目。在電台之外，九十年

代初電視上也出現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論政節目——亞洲電視的《龍門

陣》。雖然電視論政節目不是本文分析重點，但《龍門陣》對其後電台聽

眾節目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不能不在這裏作簡單介紹。

《龍門陣》在1993年10月開始，逢星期四晚上10時30分播出，每

星期都會邀請公眾人物，就時事熱話各抒己見，或解釋其政見。由於

節目三位主要主持人黃毓民、鄭經翰、陳耀南各具風格，與嘉賓不時

針鋒相對，加上嘉賓需要在鏡頭前面對現場觀眾的質詢和批評，《龍門

陣》一時成為長期在香港電視市場中處於劣勢的亞洲電視的「皇牌節

目」，曾帶來13點收視，即約有80萬人觀看。

可是，亞洲電視在一年多後便終止了《龍門陣》。節目最後一集，

大部分曾亮相節目的政界人物都有出席話別。有人問黃毓民，為甚麼

電視台要終止節目，黃答：「《文匯報》說我們『親英反中亂港』。」（毛

孟靜，1995）無論黃毓民的說法有沒有根據，一個商營電視台突然終止

自己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確實令人難以理解。由於亞洲電視有一定

的中資背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電視台礙於政治壓力的決定。

雖然《龍門陣》只播映了一年多，卻間接對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造

成了其中一個關鍵的變化。勞浩榮指出，那一年間，《龍門陣》三位主

持人的形象和辯才深入民心，令商台的管理層留意到，原來主持人的

口才足以令一個節目升價十倍。因此，《龍門陣》完結後，商台就邀請

了鄭經翰及黃毓民加入，分別主持早上和晚上的聽眾節目。鄭經翰更

指，他本來不欲參與，嘗試開出「天價」薪酬婉拒，但當時商台總經理

俞琤卻一口答應，可見商台因《龍門陣》的成功，對「名嘴」的市場效應

作出了十分正面的評估。廣義地說，《龍門陣》的出現，令電台意識到

「商業化」及強調批評辯論的論政節目的存在空間。

在第二階段，聽眾節目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整體的政治社

會發展推動著。但跟第一階段不同，這裏指涉的宏觀環境，並非單純

是政府的管治方針，而是涉及兩個國家的政治力量，香港政局面對的

是更大的不穩定性。第一階段的聽眾節目發展由港台主導。到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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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商台緊隨其後，也獲得聽眾支持。這或多或少反映出，最上層

的政治社會變遷，已經帶動到下層作出相關的反應，社會對電台聽眾

節目有了具體的需求，而一些突出的論政節目的出現，啟動了媒體之

間的互動，帶動著電台聽眾節目日後的發展。

1995至2004：媒體互動下的烽煙節目

1995年，香港按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產生了直至現今為止仍是歷

史上民主成分最高的立法機關。彭定康強調高透明度的管治風格，再

加上中國對香港「港人治港」的承諾，令香港人期望主權移交後可以有

一個有具高度問責性的政府。

然而，特區成立後如新機場混亂、「民調風波」等事件，卻一次又

一次引發社會不滿。同時，在九七金融風暴後的惡劣經濟環境下，政

府以滅赤和縮減公務員規模為目標，推行各種改革，也令市民怨聲載

道。行政機關的善治一直是政府維持管治正當性的主要途徑（Scott, 

1989）。然而，九七後連串風波造成了管治正當性的論述真空（Ku, 

2001）。終於，在2003年，政府處理沙士疫情不力，同時在沒有充分諮

詢下強推國家安全法，觸發了50萬人在7月1日上街遊行（Lee & Chan, 

2011）。

另外，彭定康作為一個專業從政者，具備豐富的媒介經驗和公關

手腕，他的管治讓市民感覺到有一定的透明度（Lo, 1995）。但特區政府

成立初期，整個行政機關只有特首一人是正式的從政者（politician），

其他主要官員都只是公務員，欠缺專業從政者之政治觸覺和公關手

腕。偏偏，特首董建華也不擅長官民溝通，甚至以為擔當特首只需要

身居幕後訂定政策，並不需要走到台前回應政治問題（Lau, 2002）。

主權移交前的「二元權力結構」，讓香港的言論自由得以膨脹。然

而，以偶遇的權力真空而得的言論自由，畢竟沒有具體基礎。當中國

收回香港已成定局，政權也直接和間接地對香港傳媒施加壓力。中國

政府不時正面批評香港的新聞機構，讓他們知道中國的底線。另外，

隨著香港不少傳媒老闆都在中國有其他生意往來，媒介擁有者與中國

利益的連結，造成了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Ma, 2007）。香港記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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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報就指，主權移交後十年，有58%新聞工作者感到，業界自我審

查和政府控制新聞資訊發放，導致言論自由倒退（香港記者協會，

2007）。雖然新聞工作者對專業精神仍然有一定執著，偶爾也會跟高層

辯論，以堅持新聞編採應有的倫理價值。但長遠而言，以組織為利益

基礎的自我審查趨勢始終難以抵擋（Lee & Chan, 2009b）。

諷刺的是，主權移交後，政府和立法會一直未能在市民心目中建

立代表民意的形象，市民期望傳媒可以充當民主政制的代理人，影響

政府施政（Chan & So, 2004）。這種複雜的背景，正好讓敢於批評政府

的媒介更獲得社會的注視。而在這個階段，電台聽眾節目也發展成為

了所謂的「烽煙節目」。

風波裏的批判和監察

隨著環境轉變，電台聽眾節目跟言論自由、批評政府等的關連越

來越緊密。九十年代初，香港電台觀察到社會上的論政氣氛越來越強

烈，於是在黃昏時段推出了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楊吉璽憶述，

本來他們安排節目在二台播出，希望吸引年輕聽眾論政。後來，他們

希望把一台建設成新聞資訊的旗艦，便把《自由風自由phone》調回一

台。節目開始時，引子會用上「言論自由，時代本色」的口號。不過，

到了九十年代，「烽煙節目」最重要的代表，始終是由鄭經翰主持的《風

波裏的茶杯》。在《風波》的帶動下，電台聽眾節目在制定社會議程和擔

當看門狗（watchdog）兩方面的重要性，可說是前所未有地高漲。

剛才提到，到了八十年代末，香港電台仍然是主導聽眾節目的「大

台」。無論是致電到節目的聽眾數目，還是聽眾的議政水準，港台均優

於商台。因此，《風波》的成功，一方面掀動了聽眾節目在新聞議程中

的重要性；同時標誌著，商台逐漸取代了港台，成為具影響力聽眾節

目的旗艦。究其成功因素，必須強調的是《風波》能吸引到其他媒介轉

載其節目內容，甚至作出跟進報導。相較報章和電視，電台始終不是

當今社會受眾最多的媒介。就算在《風波》的高峰期，其聽眾人數也不

過是約45萬人而已，5 與電視台黃昏時間新聞報導近200萬的觀眾人數

不能相比。然而報章及電視新聞對電台聽眾節目內容的挪用，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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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該類型節目的社會影響。

主流傳媒願意使用電台節目的內容，一方面是基於政治環境的轉

變，使主流傳媒樂得借用在其他媒體渠道出現的對政治權力的批評。

但同時，節目製作者本身的策略亦不容忽視，鄭經翰就指出，他的節

目比其他節目能有較大影響，主因之一是他並非新聞工作者出身，決

定題材時較能夠擺脫報章的既定議程，憑自己的判斷決定題材。他舉

例說，有一次他看見報章一則不起眼的新聞，說稅務處要丟棄一批舊

電腦，但他覺得稅務處有沒有妥善處理硬盤內的私隱資料可以是一個

有趣的議題，便在節目加以討論，並要求稅務處解釋。後來，其他媒

體便轉載報導。

鄭經翰這種以個人立場和主觀判斷先行，把社會描繪為黑白二分

的做法，跟港台一直強調持平理性，以「交通警」自居的主持風格大相

逕庭。值得指出的是，在商台中，《風波》其實是節目部負責的節目，

而非新聞或公共資訊部門負責製作，所以《風波》本身有「資訊娛樂」

（infotainment）（Lee, 2002）的性質。然而，在當時特區政府缺乏管治正

當性，社會矛盾尖銳的背景下，難以帶動理性的公眾協商，鄭經翰的

風格，卻備受歡迎，把港台本來優勢壓了下去。

此外，鄭經翰和當時《風波》的監製勞浩榮強調，節目完結後，鄭

經翰和幕後職員都會跟進聽眾的投訴個案，直至問題解決。曾協助《風

波》製作的商業電台監製郭志仁亦提到，在幕後有分協助《風波》的，不

乏具備社會運動經驗的人士。所以，《風波》並非只是一個電台節目，

它有直接介入社會事件的傾向。如在文章開首時提及的，在2003年沙

士疫情期間，該節目就發起了送橙、送口罩等運動，成功製造議題。

勞浩榮指出，以往的電台聽眾節目向政府部門作查詢時，普遍都

接受由部門的新聞官作出回應。但鄭經翰經常堅持要由局長、處長等

最高級官員親自回應。若這些官員身在香港卻推搪要求，鄭經翰便會

在節目中不斷痛罵該官員，又會接聽電話，讓其他聽眾補充資料，直

至該官員親身解釋為止，勞浩榮形容這是「缺席審訊」。若相關官員不

親自回應主持人的查詢，在整個早上接近三個小時被鄭經翰和聽眾反

覆批評，其他媒體接力報導，日後可能更難解畫，因此官員只能選擇

盡快回應。以勞浩榮所知，當時個別部門甚麼會安排同事負責每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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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波》，以了解當天主持人的題目是否跟他們有關。《風波》這種做

法，讓它經常能於早上就獲得來自官方的資訊。其中一個例子是，沙

士期間，醫院管理局本來安排了每天下午開記者招待會，公布前一天

的死亡人數，但鄭經翰每天早上致電醫院管理局查問死亡人數，消息

早上就公開。雖然這種做法也有引起其他同業不滿，但其他媒體都必

須以《風波》作為消息來源。

最後，由於節目建立了一種「為民請命」的形象，聽眾遇到不平

事，往往會致電《風波》「爆料」。例如，1998年11月，董建華妻子自恃

特首夫人，要求坐機艙A1座位的事件，就是由當時在場的機艙服務員

主動打電話到節目中「揭發」，因此成為了《風波》的「獨家新聞」。當

然，這種個案不只在《風波》出現。在這類型事件中，電台聽眾節目直

接取代了其他媒介發掘和報導新聞的功能。《風波》的製作風格、處理

和跟進聽眾來電的方式，令它成為了新聞資訊的來源。早上在節目發

生的事情，無論是官員意見還是聽眾消息，都有充裕的時間讓其他新

聞媒體轉載、跟進，令事件一整天持續在不同媒介流轉。甚至乎，報

章在翌日報導相關新聞時，會以電台聽眾的意見，轉載為一般大眾對

事件的看法或輿論（Lee, 2011, 2012）。當《風波》的內容已經超越了一

般論政節目，更可能成為獨家新聞資訊的來源時，其他媒介便要更主

動留意電台聽眾節目。

風波效應

《風波》為商台帶來可觀的收益。勞浩榮的說法是，扣除節目插播

的《新聞專輯》，這個每天兩個半小時節目的廣告收入，佔當時商業電

台第一台整條頻道所有廣告收入的三分一至一半。此外，港台的楊吉

璽指出，電台業界普遍認為，聽眾早上聽某個頻道的節目，就會一直

開著該頻道，很少轉台。若把這種間接影響也計算在內，《風波》為商

台帶來的收入會更高。勞浩榮指，正因為《風波》帶來巨大利潤，縱使

鄭經翰主持節目的作風曾令到商台被廣播管理局警告，公司都沒有加

以阻止。而《風波》停播後，就有報導指商台的聽眾量由45萬跌至15

萬，廣告收入也因此急跌，需要員工減薪和縮減人手。6 縱使這些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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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誇張成分，我們仍可見到《風波》作為商台廣告收入來源的重要性。

《風波》的成功，令其他同類型節目不得不作出回應。香港電台邀

請了資深主持人吳明林回巢主持《九十年代》。另外，新城電台 7 在1998

到2001年間更製作了名為《平息你的風波》的節目。聽眾節目之間的競

爭進入了前所未見的白熱化階段。

在內容和風格上，《風波》受歡迎，其他電台節目作出相應轉變，

更改了聽眾節目的遊戲規則。以往節目主持人強調要當球證或交通警

察，以促進討論為重點。然而，勞浩榮認為，若主持人「面對民主派就

變親中，面對親中聽眾就變回民主派」，節目不會受歡迎，因為主持人

沒有形象可言。鄭經翰開宗明義支持民主公義。遇到不同意見的聽

眾，鄭會直指他們不是，偶爾甚至會掛線不讓聽眾說下去。隨著《風

波》的成功，港台的節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同化」，開始減少強調主

持人要兼容並蓄，而要有「個性」。吳明林形容，所謂「個性」，即是主

持人要有自己的「core value」，要代表某種普遍價值。

第二，政府和聽眾節目的關係因為《風波》的作風也出現了變化。

雖然自七十年代開始，港英政府已經利用電台節目作為官民溝通的橋

樑，但那時的官民溝通策略由政府主導。九七後，特區政府的主要官

員不諳官民溝通和政治公關，導致政府在處理訊息發放和面對媒介追

問時總是被動（Lee, 2008）。例如，政府官員經鄭經翰的「缺席審訊」才

直接回應事件，就令人感到政府反應遲緩，這令高級政府官員知到要

隨時準備面對來自傳媒的質詢，或者要更主動地現身電台節目，向公

眾解釋政策。

第三，《風波》強調烽煙節目不能關在錄音室內做，而需要與社會

運動連結。這種理念，在《風波》結束後，接替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

和商台另一時段的《左右大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繼承。例如2011

年，日本東北九級地震，《左右大局》發起了送水到日本的運動。《晴朗》

的監製陳聰強調他們的節目要「落地」，即是說他們要親力親為發掘新

聞。資源上，商台也增加了《晴朗》的人手，讓他們跟進個案和整理新

聞材料。

第四，在政治理念上，《風波》和另一商台節目，由黃毓民主持的

《政事有心人》都針對批評特區政府非民選產生。這兩個節目大受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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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令聽眾節目彷彿成為了民主聲音的主要陣地。過往一些調查研究

就發現，收聽鄭經翰和黃毓民的節目和對民主的支持程度呈正相關。8

同時，對支持民主的聽眾來說，電台聽眾節目甚至有動員的功能：在

支持民主派的市民中，收聽聽眾節目和政治參與有顯著的正相關（Lee, 

2007）。某程度上，正因為一些電台節目成為了批評政府和支持民主的

輿論陣地，縱使節目主持人如鄭經翰往往會挑選一些與他持相反意見

的聽眾進行辯論，致電到節目的相反意見其實不多。

個人意見節目的確立

若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的電台聽眾節目是由香港電台主導的

話，那九十年代中後的十年，則明顯是商台主導。針對主持人具高度

個人風格的電台節目的出現，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發表《電視通用業

務守則草擬本及電台業務守則草擬本》，提出了一個新的節目類別，稱

為「個人意見節目」，需要「可讓觀眾／聽眾辨別所發表的意見屬於個人

意見」，並告示節目主持人和嘉賓立場不代表電台立場。政府提出這個

類別，是因為在以往的新聞、時事、公共事務等節目中，雖然主持人

對事情也可能有個人意見，但整體上仍然會嘗試平衡各方觀點，很少

出現《風波》這一類帶強烈個人立場的論政節目。

可以說，《風波》和《政事有心人》直接促成了政府對電台節目的規

管作出轉變。有趣的是，這個規管上的轉變進一步鼓勵電台聽眾節目

更具個人風格。特別是對港台來說，「個人意見節目」其實提供了一個

免責空間。現為香港電台電台部總監的陳耀華就舉例說，2001年12月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把董建華譬喻為塔利班，被廣播管理局以《頭條新

聞》並非「個人意見節目」，卻沒有達致持平為理由，發出「勸籲」。此

後，港台便把《頭條新聞》列明為「個人意見節目」。陳耀華指，這次事

件對港台有一定的啟示，越來越多節目都不問因由先把自己歸類為「個

人意見節目」，以保留較大的運作空間。

《風波》的冒起，是各種環境和偶然因素的結果。正如較早部分提

到，九七之後，市民不大信任行政機關和政黨，媒介擔起了代表民意

的責任。偏偏，主流媒介自我審查的壓力，令電台聽眾節目成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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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其他傳播媒介曲線地批評政府的素材（Lee et al., 2003）。同時，特區

政府成立初期，面對媒介時往往處於被動，那便為烽煙節目這種強調

實時表達、窮追猛打的節目類型，提供了上佳的發展空間。不過，《風

波》的出現和風格並不全由環境因素決定。例如，上文提到《風波》出

現前，行內仍然習慣或接受由新聞官來回應查詢，很少堅持由最高級

官員親自回應。這種循規（routine）或積習（inertia），被鄭經翰作為能動

者，有意識地不依傳統方式操作所打破，令其他媒介對電台聽眾節目

產生了更大的依賴，也令其他類似節目不得不仿傚，以致在聽眾節目

製作的層面上，形成了新的遊戲規則。同時，《風波》本身及它帶來的

效應，亦令政府官員和從政者要有所回應，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於是

對香港的民意政治起了一定的影響。

2004到現在：「問責表演」平台

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是影響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個關

鍵事件（critical event）（Lee & Chan, 2011）。遊行促成國家安全法立法

擱置，及兩年後董建華下台。更重要的是，大遊行改變了中央政府的

治港方略。由1997到2003年，中國為了堅守一國兩制的承諾，至少在

表面上盡量不干預香港事務。特區政府成為中央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

全權代理人。但七一大遊行後，中國變得較積極地介入，如推動香港

與廣東省的經貿合作、在香港全面推行國民教育等，「一國」由被動轉

為主動（Tai, 2009）。到2004年初，香港為2007特首選舉及2008立法會

選舉的制度安排作出討論，中央政府更一開始就強調，香港的選舉制

度並非地區事務，中央要帶領討論。同年2月，新華社刊登前國家領導

人鄧小平的文章，指香港要由愛國者管治，引發一場「愛國論爭」。到4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動解釋基本法，否決2007及2008普選行政長

官及整個立法會的可能。

另一方面，2002年，香港政府實行「高官問責制」，局長級官員從

此脫離公務員體系，政府開始從社會賢達中招攬人材。這制度一方面

回應了社會論述中對問責的重視，另一方面擴大了行政機關的從政者

層面。2005年，曾蔭權接替董建華出任特首，在執政初期，他嘗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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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董建華政府的封閉作風，並聘請資深傳媒人擔任新聞統籌專員，為

政府制定公關策略。操作上，政府會給予「友好」傳媒獨家資訊，以換

取他們的忠誠，和排擠敵對傳媒機構。此外，每年發表《施政報告》

後，曾蔭權都會出席電台聽眾節目。換句話說，相比董建華，曾蔭權

政府更重視政府及個人在媒體裏的形象。

在政治結構基本不變的情況下，媒介環境亦沒有大幅轉變。傳媒

仍然為市民代言，彌補政制欠民主的缺憾。同時，CEPA簽訂加上中國

經濟發展迅速，香港傳媒機構和中國的利益關係更加緊密，隨之而

來，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壓力有增無減。加上政府懂得控制資訊發放

以達統戰的作用，也增加了傳媒機構跟政府「合謀」的誘因。

封咪事件與其後的電台聽眾節目

若2003年的七一遊行是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水嶺，那麼，一年後商

業電台的人事震盪則標誌著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

2004年，鄭經翰和黃毓民因不同理由跟商台終止合約，後來一度代替

主持節目的資深政治人李鵬飛，又在短時間內辭去主持人的工作。李

鵬飛直指其「封咪」與政治壓力有關，更指曾有中方官員深夜致電其

家，言談中提及他的妻子及女兒。雖然就算真有其事，李鵬飛也有反

應過敏之嫌，但他的反應也是在以上提及的愛國論爭的政治低氣壓下

才會出現。無論真相如何，連續三位「名嘴」離開聽眾節目的行列，對

該類型節目的發展固然有直接影響。

2004年底，商台安排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接替《風波裏的

茶杯》，節目名稱從聚焦社會山雨欲來，改為印象積極，讓人感覺忘記

過去。黃昏時段則由《左右大局》取代《政事有心人》，以「有開放平台，

無預設立場」為主旨。雖然《晴朗》和《左右大局》都有聽眾參與的元素，

但已經不再是典型的、開放讓公眾發表意見的節目。當中，《晴朗》就

定位為雜誌式節目，讓聽眾發表意見的時間只佔三至四成。至於《左右

大局》，監製陳聰認為，是否接聽眾電話，要視乎聽眾意見能否為節目

增值。他要求聽眾有獨特觀點、表達清晰。在過往同樣時段，黃毓民

主持《政事有心人》時，雖然監製湛國揚認為主持人的個人演說已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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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但總會開放一定時間接聽電話。然而，陳聰不認為接電話是節

目的必要部分，反而覺得，像黃毓民那樣有個人魅力的主持人，聽他

講了一半，就要接入聽眾，未必做到最好的效果。

相對於商台節目「烽煙」元素減少，港台則在「個人意見節目」的免

責安排下，製作較有個人風格的聽眾節目。但是，港台仍然較堅持聽

眾參與節目作為一個公眾論壇的角色，會安排一定比例的時間讓聽眾

分享意見；而來電選取方面，基本上只要聽眾意見對題、表達能力清

楚、沒有過分強烈的情緒，工作人員大致上都會以來電先後作安排。

現為《自由風》編導的葉冠霖就認為，這做法是他們作為一個公共廣播

機構應有的責任。

此外，在整體風格上，雖然商台《晴朗》和《左右大局》都會就政府

的施政問題作出批評，但論批評力度和渲染力，均比不上《風波》和《政

事有心人》。在另一邊廂的港台，上午《千禧年代》的主持人周融較強調

持平和理性，甚至給人傾向建制的感覺，只有下午的《自由風自由

Phone》及其主持人吳志森有較強的批判性。

政府官員的「問責表演」

換句話說，在2004年後，電台聽眾節目漸漸遠離「烽煙時期」猛烈

批判的風格。不過，聽眾節目仍然是主流媒介的重要新聞來源。這是

因為政府高級官員越來越習慣參與電台節目，使這類型節目成為了官

員向市民及其他傳媒發聲的平台。

正如上文提到，曾蔭權政府看重媒介策略，在透過控制政府消息

發佈統戰傳媒之餘，亦看重媒體形象。這裏需要補充的是，香港政府

推行的高官問責制，其實並不包含具體的「問責」制度和程序。歸根結

底，由於特首並非民選產生，民意對政治領袖的制約作用始終有限

（Chan, 2005）。在這情況下，所謂「問責」，往往是通過媒體而做的 

一些「表演」（performance），如平時「落區」體察民情、在犯錯時公開 

道歉等。而到電台和市民對話，也是近年政府官員的「問責表演」

（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的主要劇目之一。

在另一方面，電台本身也意識到一個成功的聽眾節目可以達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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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效果。其他新聞媒介每次轉載一個電台節目的新聞，其實等 

於為電台賣了一次廣告。電視新聞每次播放電台節目的畫面，更 

會拍攝到電台的標誌。兩者的誘因締結了一種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以政府主要官員或其他重要公眾人物作為嘉賓和主持人

及聽眾進行對話的節目開始變得重要。

商業電台和香港電台在1996年及2000年初左右已經推出分別名為

《政經星期六》及《星期六問責》的節目，兩者均於星期六早上播放。商

台新聞部總監兼《政經星期六》主持人陳淑薇指，商台主要考慮到當時

中國快要收回香港，但市民對過渡期及九七後的安排，仍有不少疑

問，因此嘗試開闢星期六早上的時段，邀請政府官員出席解答市民問

題。但在較早年份，主流傳媒的轉載比例整體而言並不高。在慧科新

聞搜索器中，在2001至2003年間，在全香港的報章上，有提及兩個節

目名稱其中之一的港聞版或要聞版文章只有75篇。但後來高官出席率

日高，以2010年5月至2011年5月為例，35.7%的《政經星期六》有問

責官員出席。而香港電台的《星期六問責》則有30.9%節目有問責官員

出席。當問責官員難以抽空時，節目亦可能邀約到處長級公務員或常

任秘書長擔任嘉賓。結果，在2008至2010年間，在全香港的報章上，

有提及兩個節目其中之一的港聞版或要聞版文章就共有316篇。

只要能邀得高官擔任嘉賓，節目往往會成為小型新聞事件。陳淑

薇憶述，《政經星期六》初次播放，邀請得當時仍身為財政司的曾蔭權

出席，就吸引了大批傳媒採訪，甚至造成混亂。現時，兩個電台都安

排節目在較寬敞的錄音室進行，並預留位置讓傳媒做錄影及節目後的

訪問工作。這裏，我們可以見到電台節目和主流媒介的合作關係的常

規化。

若只計算數量，2004年後聽眾節目並沒有減少，然而像鄭經翰和

黃毓民那種強調自由公義等價值，具強烈批判性，同時實踐輿論平台

的「烽煙節目」，到2011年時大概只剩下港台的《自由風自由phone》。

而2011年11月，香港電台宣佈不會跟《自由風自由Phone》主持人吳志

森續約，日後節目只會由一位香港電台本身的新聞工作者擔當主持

人，負責跟聽眾進行討論，這很可能標示著具個人風格的「烽煙節目」

會至少暫時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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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論主流傳媒的關注度，就算是由吳志森主持的《自由風》，亦

早已不及《政經星期六》和《星期六問責》。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中，在

2005至2010年間，全香港所有報章的要聞及港聞版共刊登過69篇提及

《自由風自由phone》節目全名的文章，但有提及《星期六問責》的文章

則有295篇，提及《政經星期六》的文章更有530篇。可見，《政經星期

六》和《星期六問責》這種高官問責表演平台，在2004年後的確是在電

台聽眾節目中佔了較顯著的位置。然而，也正因為兩者締結的「共生關

係」，如李立峰和練美兒（Lee & Lin, 2011）透過對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的方法研究《財政司司長熱線》時指出，節目主持人往往有意

無意之間傾向保護政府官員，讓他們免於直接面對來自聽眾的過於棘

手的問題或批評。發展至此，聽眾節目似乎有著回歸「官民溝通」的 

趨向。

總結和討論：電台聽眾參與節目的動態發展

總括而言，上文以香港自六十年代以來的宏觀政治社會發展為基

礎，勾勒出過去四十年電台聽眾參與節目的發展。在第一階段，電台

聽眾參與節目的出現，基本上是港英政府回應六七暴動出現的正當性

危機而改善民生和官民溝通之整體策略的一部分。當時的聽眾節目是

功能性的查詢媒介，並沒有明顯的批評或監察功能。到第二階段，隨

著過渡期的開展，香港社會急速政治化。論政式的聽眾節目也在這時

出現。同時，中英二元權力結構為香港帶來了較廣闊的言論空間，聽

眾節目作為公眾議論平台的角色，越來越清晰。到第三階段，從過渡

期到特區成立後頭幾年，香港社會仍按政治化的軌跡發展，但董建華

政府施政不善，令民怨沸騰。在這背景下，批判和監察功能明顯的「烽

煙節目」冒起，其中《風波裏的茶杯》的成功，令其他電台節目也要有所

回應。聽眾節目對新聞議程產生較大影響，而主流媒體經常引用電台

節目的內容，加大了電台節目的輿論力量，甚至促使廣播管理局提出

「個人意見節目」的新節目類別。到了第四階段，「名嘴」封咪，加上香

港經濟好轉，民怨緩和，「烽煙節目」的社會影響開始下降。同時，曾

蔭權政府改善媒介策略，電台也意識到政府高官對其他媒介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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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兩者互相適應，產生了一種協作關係，使得讓高官表現其問責性

的聽眾節目較受重視。

在這總結部分，我們希望基於以上的歷史分析，再進一步討論幾

個較理論性的問題。首先，我們在闡釋分析框架時指出，宏觀的政治

社會變遷始終有較大的影響力。事實上，在本文所述的第一和第二階

段中，重大的宏觀政治社會變遷部分是由於「外力」引發的（如文革影響

香港的六七暴動，中英談判後簽署聯合聲明）。在變遷出現之後，民眾

之間出現了新的需求（如七十年代開始視政府為訴求對象，和八十年代

對前途問題的關注）。同時，社會上多了新的行動者（如八十年代的論

政團體），而原有的政治行動者（尤其是政府）與媒體之間的互動亦出現

變化。這些變化再進而影響到聽眾節目的發展。可以說，在該兩個階

段，變遷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影響力促成的。同時，在首兩個階段

中，雖然香港電台推動著聽眾節目的發展，但主流新聞媒體仍未對電

台節目的內容產生很大的興趣，而商業電台的聽眾節目發展亦較遲

緩，媒體之間的互動不多，對電台節目本身的發展並不顯得特別重

要，所以我們在分析首兩個階段時對媒體間的互動亦著墨不多。

不過，首兩個階段之間亦有一個差別，就是宏觀變遷與聽眾節目

發展的關係的直接程度。在第一階段，兩者的關係非常直接。如果我

們視聽眾節目的出現和六七暴動相關，那麼要留意的是，從六七暴動

到《電話說心聲》啟播，是短短兩年時間。這種直接而迅速的影響，基

礎當然在於當時香港電台仍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直接控制，向公共廣

播的轉型只在最初步的醞釀之中，政府和電台之間大概不用有甚麼「磋

商」的過程。但到了第二階段，香港前途問題其實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已

被提出，中英談判亦在八十年代展開，但聽眾節目從投訴渠道到議政

平台的轉變，卻是較為緩慢的，那是因為在宏觀轉變和微觀的變化之

間，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主導推動者。在一個較接近「自然演化」的過

程中，不一定有一個確切的歷史轉折點，我們訪問的各資深傳媒人，

都不能為電台論政的開始指出一個特定的時間。所以，正如我們之前

指出，要全面了解宏觀變遷和特定媒體的發展之間的關係，我們不能

忽略其中包括傳媒在內的各社會和政治行動者的作用。

相比第一和第二階段，宏觀變遷對聽眾節目在第三和第四階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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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變，有較低的決定性。事實上，從過渡期到回歸，香港的政治社

會變遷都只是朝著一個大方向發展。七一遊行引發的中央政府治港策

略的演變，在我們的分析框架中看，是一個政治行動者的策略變化多

於宏觀政治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當然，我們可以說，任何方式的媒體

變遷都有其宏觀政治社會條件作為基礎，但如「烽煙節目」的興起背後

的社會政治條件－政治化的社會、市民對前途問題的關注、本地民意代

表的出現等，不見得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才於香港存在。就算是八九

民運和1991年香港首次立法會直選，都沒有立即帶來「烽煙」和「名嘴」

文化。從亞洲電視製作龍門陣，到其懷疑因政治考慮而停播該節目，

到「名嘴」移師電台「開咪」，這過程有著歷史上的偶然性（historical 

contingency）。

所以，烽煙節目大行其道，雖然不能說沒有宏觀的社會條件作基

礎，但實際導致這現象的動因，部分在於個別節目主持人的能動性，

部分在於其他電台節目怎樣回應「烽煙」的冒起，部分在於烽煙節目和

主流媒介的連繫。這些因素使得一些政治行動者要調整策略，如鄭經

翰的「缺席審訊」使官員不得不較主動回應電台節目。換句話說，在第

三階段，我們看到一種由下而上的影響力，雖然不一定可以對宏觀結

構形成很大的影響，但的確影響到香港的民意政治和公共論述。

所以，從香港的電台聽眾節目發展中可見，不同層次的因素可以

在不同歷史時段起著不同程度的作用。結合起來，一種媒體的發展是

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同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以至偶發因素的介入，使

媒體的發展難以預測。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本研究的一些限制。要在一篇文章中書寫一

段幾十年的歷史，對某些問題必然只能作簡單的處理。其中兩方面的

問題值得在這裏指出，作為補充及日後研究對象。第一是電視論政節

目的發展。在這方面，本文只提及亞洲電視的《龍門陣》。事實上，自

該節目後，香港的電視台就沒有出現過能引起社會較大迴響的論政節

目。在一定程度上，香港電視上論政節目的貧乏，也可說是電台聽眾

節目興起的背景之一。環顧歐美，電視製作的觀眾參與節目並不罕見

（Livingstone & Lunt, 1994），為甚麼香港的電視台不嘗試多製作一些讓

觀眾參與的論政節目？這大概跟香港電視業的市場結構有關。無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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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對電視論政節目的發展作出分析，除了其本身的意義外，應可以

補足以上對電台聽眾節目發展的討論。

第二，本文分析著重政治和社會因素，對電台作為一種媒介本身

的發展著墨不多。當1969年香港電台推出《電話說心聲》時，香港的商

業電視廣播才剛起步，電台仍是一個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但隨著電

視及其他傳播科技的發展，電台在過去幾十年就像一個逐漸息微的媒

體。而電台作為「小眾媒介」，或跟其有較大空間發展聽眾參與節目有

關。有趣的是，互聯網、流動電話等新科技，可能使得電台獲得新的

「流動聽眾」。電台本身的未來，當然會影響到電台聽眾節目的發展，

需要繼續的關注。

註釋

1. 〈甚麼人訪問甚麼人：鄭經翰——行動型輿論〉，《明報》，2003年11月30

日，頁D05。
2. 當然，電台製作的聽眾參與節目不一定跟公共事務有關。但為簡潔起見，

除非特別註明，「聽眾節目」指的是由電台製作並容許市民參與的公共事務
討論節目。

3. 由於新界屬鄉郊地區，有著原住民傳統，因此港英政府在新界採用跟市區
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理民府（District Office）於1907年成立，主要負責徵
收地稅、管理土地、平衡香港法律與中國傳統習俗的矛盾、聯絡地區氏族
等。六七暴動期間，新界的情況相對穩定，港英政府認為這是理民府工作
的成效，故開始在市區推行類似的行政制度（Tsang, 2004）。

4. 資料來自深度訪談。在文章以下部份，凡引述個別傳媒工作者而沒有特別
註明出處時，資料即來自為本研究而進行的深度訪談。

5. 〈收聽率廣告跌傳放盤〉，《星島日報》，2005年7月3日，頁A02。
6. 同上註。
7. 新城電台於1991年啟播，成為香港的第三個廣播電台。
8. 這可見於本文第一作者於2004年所進行的調查研究。另外，在一次於2010

年3月進行的調查研究中，收聽電台聽眾節目和對民主發展的支持程度亦呈

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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